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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全美排名第一的密西西比大学物理系

讲学。其中关于1986年1月美国“挑战者

号”航天飞机悲剧性爆炸所产生次声波的

检测结果（为全球仅有的珍贵资料）特别

引起听众兴趣。另一次是2000年，《声学

漫谈》台湾版的策划人、台湾大学理论物

理中心陈义裕教授邀请我赴台讲学，除台

大外，新竹清华、东吴大学、“中央研究

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央大学等单位在见到

海报后都纷纷提出邀请，我也依次在各处

作了讲演。这也充分体现出台湾学界对大

陆学界的关注，令我为能在退休10年后对

两岸学术交流略尽绵力而深感欣慰。

2006年，经过慎密考虑，素以要求严

格著称的导师马大猷院士正式提名我为

“何梁何利奖”候选人，虽后来以提出太

晚、政策有变而未能入选，但也至少在一

定程度上肯定了我的成绩。就在本文脱稿

之际，马大猷院士在长期卧病后于2012年

7月17日晨以97岁高龄去世，从而本文可

视为对这位大师的一种纪念。

我班在今年4月29日校庆日时举行毕

业60周年聚会，那天实际到会同学17人，

其中3位是从外地赶来的。开会前依照我

的动议为去世同学默哀三分钟。据回忆，

我班于1948年入学时大约是50位同学，主

要是当年考入的，另外有少数是从先修班

上来的或者上一班留下来的，以及后来插

班进来的。1950年，有相当数量同学转到

工学院各系，毕业时共38位同学，迄今已

有8位作古。同学们相聚在一起，好像有

说不完的话，无所不谈；但比谈话内容更

重要的是相聚本身！

在此耄耋之年回顾自己的一生，真是

感慨万分，太多的往事实在不堪回首！60

年来的变迁让我懂得：世道远非我毕业之

初所设想的那么单纯、公正，人生道路也

绝不是那么平坦、顺畅；重要的是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能丧失信心，对任何困难都不

能低头；在逆境中更要竭尽全力，只有这

样才有可能作出些贡献，而不致完全虚度

此生。

深感清华雨露情
○曾俊伟（1952经济）

岁月易逝，时节如流。我从清华毕业

到现在，倏忽将到60周年了，60年恰是一

个甲子。在历史长河中甲子只是一瞬间，

但在人的一生中，却占了大部或整个时

间。在此值得纪念的时刻，我愿意将自己

六十多年来的经历以及感受诉诸笔端，谨

请学长与后来的清华学人指正和鉴戒。对

我来说，也是一个反思，但愿能起到“温

故知新”的作用。

魂牵梦萦清华园  终于实现夙愿

我高中是在抗战时的国立二中上学，

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扬州中学，抗日战争时

学校迁到我的家乡四川省合川县。当时的

扬州中学，是全国名校，所以我们本地人

要考进去很不容易。二中的特点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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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不严，学生崇尚自由，但学习比较自

觉。当时二中的学生十分仰慕北大、清华

两个“民主堡垒”，很多同学更钟情于清

华，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当年我少年气盛，有些缺乏自知之

明，考大学时只报考了一所学校清华大

学。不料第一年考试就名落孙山。尽管我

非常失望，但并不灰心，于是我去重庆大

学先修班进修了一年。第二年报考大学

时，我就感到有些心虚，再不敢孤注一掷

地只考清华了。除清华外，我还报了重庆

大学。这次很幸运，两个大学都录取了，

而且还考了重庆大学外文系第一名，可以

得到一笔奖学金，可说是双喜临门。可是

这个“双喜”却使我十分为难：如上重

大，不仅经济条件很好，而且不用远走他

乡，可以舒舒服服地在老家读完大学；但

如上清华则不然，当时北平的物价要比重

庆高10倍以上，单是上学的一大笔路费就

很难筹措，况且时局动荡，未来的艰苦日

子更是难以预料，但是我仍不愿改变上清

华的决心。经过反复考虑和思想斗争，我

做出了平生第一个重大抉择：放弃重大奖

学金，北上进清华！在亲友的关怀和资助

下，我终于凑足了路费。我孤身一人，离

开重庆，取道上海，乘海轮经天津去到北

平。十分兴奋地跨进了我向往已久、魂牵

梦萦的清华园。

荣登学术殿堂  进门真不容易  

初进清华园，真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

样，我们什么都感到新奇。中西合璧的华

丽建筑，各种完善的教学设施，优美绮丽

的校园风光，特别是这里有一批博学多

才、闻名中外的学术大师。当时我内心暗

喜：我能跻身在清华这个学术殿堂，领受

这些名师学者的教导，真是莫大的幸运。                                          

可是我也感觉到，要进入清华这个学

术殿堂真是不容易！到清华不久，在我们

系新生初次见面会上，每个人照例作了

简单的自我介绍。我

在自我介绍中特别说

明，我第一次考清华

没考上，是第二年再

次报考才被录取的，

几个同学便搭话说：

“我也是第二次才考

上的。” 坐在旁边

的一同学最后开口

说：“你们考了两次

算什么？我考了三次

才考上哩！” 然后

他便叙述了他“三考

清华”的经历：第一

次考清华是在广州考
与清华同学合影，左起：曾庆生、汤纪敏、唐绍明、张伯昭、曾

俊伟、黎东群

值年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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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报考的，住在他舅舅家里。

他舅舅卢华焕（西南联大注册

处职员）就是清华大学广州区

招生办公室的主任。他舅舅只

管他吃住，从不与他谈招生、

考试问题，也不问他的学习情

况，结果没有考上。第二年他

又在北平报考了清华，还是没

有考上。第三年，经过在清华

先修班苦读一年后，才如愿以

偿地考进了清华。他就是曾任

中宣部教育局局长、后任国家

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的唐绍明学

长。绍明学长的叔曾祖父唐国安，是清华

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他的叔祖父唐孟伦是

清华学堂庶务长，他的父亲唐贯方、姐姐

唐绍贞都是清华或西南联大图书馆馆员，

可谓是世代清华人了，尽管有这样的关

系，可他一点也没沾到光。这说明清华录

取学生是何等严格、公正，这才保证了在

校学生的水平和素质，从而为造就优秀人

才创造了条件。

赞赏通识教育

清华对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教育、培训

十分重视，学校专门设立了一个“大一

部”。我进清华时“大一部”主任是经济

系的戴世光教授，他每周都要安排有关教

授在大礼堂向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作报

告，介绍清华情况和优良传统，指导学生

如何学习、做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潘光

旦教授(社会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的报

告，他十分真诚、热情地鼓励我们这些青

年学生，要充分利用清华图书馆的优越

条件，多多读书，积累知识；特别要求

我们提高阅读外文书籍的速度和能力。

潘老师说，清华是实行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通”指的是人生，“专”

指的是事业。做人的“通”和作事的

“专”，应以通为主，通专结合。他号召

我们，学习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努力

使自己成为通晓古今中外、知识渊博的学

人。潘老师这一番话，使我十分振奋，不

但印象深刻，而且影响很大。

我虽是念经济系，说老实话，我对经

济并不很感兴趣，因此也不肯下功夫去深

入钻研。相反的，我却选修了不少外文

系、中文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当时的教务

长周培源教授发现我选课太多，门类太

杂，遂把我叫去“训斥”一通，说我“好

高骛远，贪多不精”，令我退选好几门外

系的课程，我只得遵命。课程虽然退选，

但我还是照样去上课，就是拿不到学分。

走向社会  接触实际

1952年秋，我从清华毕业，被分配到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我这个典

型的“三门干部”，这算是跨进了第三个

百年校庆时参加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奠基典礼后，曾
俊伟学长（右）与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教授合影

值年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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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机关门。在贸促会一干就是四十

多年，没有更换过单位。四十多年中，我

先后从事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先干出国展览  起初我在贸促会研究

室整理有关联合国的材料，是为我国恢复

联合国席位做准备。不久，被借调到出国

展览部参加筹备去苏联的展览。当时正

是“牢不可破”时代，去苏联展览被视为

“重大的政治任务”，许多重大问题都是

由周总理亲自批示、决策。比如对我们草

拟的出国展览方案，周总理就亲自作了这

样的批示（大意）：军事不要，政治少

要，以实物为主，结合图片图表和文字说

明，宣传新中国三年来的经济建设成就，

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

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这一精辟的批

示，几十年来一直是我们出国展览的指导

方针。                                  

1953年夏，我国第一次在苏联的莫斯

科举办大型展览，我是展览团成员之一，

亲自感受到了展览会的盛况。当时苏联以

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主

席团全体成员参观了展览会，对新中国在

短短三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加赞扬。展

览会后，我又转去东德参加莱比锡国际博

览会。回国后，组织上决定我继续留在出

国展览部工作，直到“文革”下放五七干

校。在十多年的工作中，我从一个一无所

知的生手，很快熟悉了业务，成为可以独

当一面的骨干。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内

草拟方案计划，撰写对外宣传文稿。在国

外展览期间，主要是参与对外谈判、接见

新闻记者等宣传联络工作。其间也做一些

组织领导工作，如担任1979年在约旦王国

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秘

书长，1983年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国际博览

会中国馆馆长等。

再搞对外宣传  “文革”中去干校待

了三年多，回到机关后，领导上分配给我

搞对外宣传工作，但不是文字宣传，而是

口头宣传。就是和外宾座谈，向他们介

绍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答复他们提出的

问题。因为当时我国还没有实行对外开放

政策，中央各部门尚无“发言人”制度，

国务院外办决定，凡是对民间外宾有关经

济贸易方面的宣传工作，归口由贸促会负

责，这项具体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宣传

的对象不只是贸促会的外宾，还有工会、

青年团、妇联、对外友协以及旅游部门等

群众团体的外宾，包括一些上层人物，如

学者、教授、退职的阁僚、议员等。

根据我的工作任务，1978年、1979年

我曾以贸促会研究员的身份参加当时的外

贸部分别与联合国贸发会、亚太经社会联

合举办的中国经贸座谈会，并在会上介绍

了贸促会的职能与业务活动。

改行从事法律  1982年，在改革开放

的新形势下，为加快我国法制建设，大力

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当时贸促会主管法律

事务的副会长任建新同志决定调我去贸促

会法律顾问处工作。考虑到我法律背景不

够，遂派我于1983—1984年以访问学者身

份去美国一个大律师事务所工作。1984年

夏回国后，我即受命筹建中国环球律师事

务所，该所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从事涉外经

济贸易业务的律师事务所，我是环球所的

第一任主任。

我在环球律师事务所任职的三年中，

为中外大企业和政府机关提供的法律服务

包括：参与仲裁、代理诉讼、调解争议、

值年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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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协商、草拟法律文件等。我直接主持

和参与的大项目有：作为冶金工业公司的

法律顾问参与同澳大利亚CRA矿业公司

商谈在西澳合作开发铁矿事宜，这是我国

第一次在国外开发资源的重大项目，后来

建立了中澳合作经营企业，为我国宝钢、

武钢等大型钢铁企业提供了矿砂原料。作

为中国航空技进出口公司的法律顾问，参

与同德国MBB飞机公司商谈合作研制支

线飞机的合同；与美国律师事务所合作参

与中国银行为大亚湾核电站从法国、英国

取得40亿美元出口信贷的各项法律事务，

等等。此外还应聘为司法部高级律师培训

班讲授美国出口管制和反倾销法等。

1985年12月，我率领环球律事务所法

律小组应邀访问了新加坡，在200多人的

工商法律界人士的大会上，我作了《中国

经济形势投资环境》的主题演讲。因当时

中新尚未建交，当地人对中国情况了解甚

少，所以我们的讲话，很自然会引起他们

的很大兴趣。

1987年，我国改革开放已逐步深入，

香港回归已提上日程，当时的司法部部长

邹瑜、贸促会会长贾石两位领导考虑到，

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我国如何在

香港地区开展司法工作和律师业务问题，

应预为谋措。于是两位领导签署了一个协

议，决定合作在香港成立“中国法律服务

(香港)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司法部门对

外的一个“窗口”，为将来大陆在香港特

区开展法律业务创造条件，为中国律师走

向世界开路搭桥。合作协议规定，公司的

总经理由司法部委派，副总经理由贸促会

委派。我就是贸促会派去该公司的董事兼

副总经理。由于司法部委派的总经理经常

在北京主持其他工作，所以香港公司实际

上是我主持日常工作。

在香港的五年中，我们处理的法律事

务和案件包括：为香港廉政公署对涉及大

陆的案件提供有关中国法律问题的咨询；

作为香港中旅集团法律顾问参与同美国方

面商谈在奥伦多(迪斯尼游乐园附近)修建

“锦绣中华”游乐园项目等。       

我在香港时还主持参与了两项重要法

律事务：第一，改革了出征认证体制，规

范了香港居民办理受内地承认的公证文件

的法律程序，促进了两地经贸民商关系的

发展。第二，受理了一件跨越五六十年、

三代人向日本索赔的海事大案：1936年香

港中威公司的两艘轮船租给日本大同海事

株式会社，中日战争爆发后被日本海军劫

持，用作运输战略物资。抗战胜利后，中

威公司第一代船主多次亲赴日本有关方面

交涉，要求归还两条轮船，日方百般推

脱，未获结果。第二代船主根据父亲的遗

愿，继续向日方索赔，并委托日本律师在

东京起诉，结果失败。我们香港法律公司

是接受第三代船主的委托，接办此案。考

虑到此案历时很久，情况复杂，涉及面

广，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包括国内许多民

商、知名海事法律专家、学者的庞大律师

团来办理此案。任继圣同志任团长，我任

秘书长。已故的王铁崖老学长和柳谷书董

事长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们均被聘请为律

师团的顾问。律师团的专家们认真研究了

案件的档案材料后，作了充分准备，于

1988年12月在上海市法院起诉日本海运株

式会社（大同株式会社为其前身），要求

赔偿两条轮船。随后近十年中，曾五次开

庭审理，中日双方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激

值年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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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辩论，最后日方败诉。法院判决日方向

中方当事人支付两条轮船的赔偿金29亿多

日元。日方不服，向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申

诉，上海高院最终裁决维持原判。现在本

案正在执行中。

在香港的几年中，除了开展法律业务

工作外，还多次应邀参加一些社会及学术

活动。1990—1992年，我应澳大利亚墨尔

本大学亚洲法律中心的邀请，以访问学者身

份，从香港去澳洲讲学，讲授中国经济法。

离开清华园走上工作岗位以来，不管

干什么，我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努力

完成任务；无论到了什么陌生环境，我都

能很快适应新的情况，把承担的工作做

好。这些无形力量和智慧的泉源，都是来

自清华的熏陶和培养，和“通才教育”的

影响有很大关系。我深深感谢在清华的几

年中，母校对我的春风化雨之情、良师育

人之恩。

2012年3月10日于北京天兆家园

我1927年出生于江西庐山脚下，1938

年故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只好外出逃

难。因此，一个小小的孩子经历了9 年流

离失所、衣食无着的流亡生涯，“三日不

知饭味”于我绝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抗战

胜利以后，我居然有幸上了大

学，1952年毕业，由国家统一

分配工作。

在清华我学的是汽车设

计，到了工作单位以后，领导

找我谈话，说铸造车间很需要

技术人员，要分配我去搞铸

造。我汽车学得就不怎么样，

对铸造更是一无所知，但那时

热情很高，也不知天高地厚，

二话没说就接受了。到车间一

看，我心里就凉了半截，那时

的铸造车间条件之差，现在搞

铸造的人恐怕都难以想象。生

产设备十分原始，主要靠手工作业，工人

身上黑不溜秋，操作单调而艰辛。唉，好

不容易熬到了大学毕业，虽没有出人头地

的非分之想，没料到竟混了份这样的差

事。不由得想起孔子所说的“吾少也贱，

我的“铸造”情结
○李传 （1952机械）

2012年校庆期间，李传栻学长（前右2）与同学返校在工
字厅门前合影

值年园地


